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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与发展的有效结合
———浙江省扶贫实践探索及其对２０２０年后中国扶贫战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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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扶贫与发展”为逻辑框架，从扶贫主体、扶贫标准、扶贫对象、扶贫方式、扶贫范围和扶贫

投入六个方面对浙江省贫困治理的实践探索进行梳理，浙江省精准扶贫的体制和政策创新实践可总结

为：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合力的扶贫格局，实现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建构科学精

准的贫困户识别体系，实现由开发式扶贫向开发与保障式扶贫并重转变，实现由聚焦农村扶贫向城乡统

筹一体化扶贫转变，实现由区域扶贫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应对２０２０年后中国扶贫战略有四个对策：有

机协调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扶贫力量，制定相对贫困治理理念下的新贫困标准，建立城乡统筹贫困

治理组织体系，构建基于权利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词］扶贫与发展；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社会保障体系；城乡统筹扶贫；农民工贫困；浙江省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中国扶贫开发报告２０１６》，按
现行贫困标准计算，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９４％，达７．２６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的实现，中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贡献了全球减贫的９０％［１］。据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由４　３３５万人减少到５５１万人。但在贫
困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中国减贫面临剩余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减贫成本高、稳定脱贫难度大的
严峻形势［２］。

２０１５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通过了１７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一个目标便是到２０３０



年“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３］。同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国政府做出了
“到２０２０年消除绝对贫困”的承诺。２０１６年底，中国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提
出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由农村扶贫为主，转向统筹解决城乡贫困的贫困人口治理体
系和农村扶贫开发观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因而，“到

２０２０年消除绝对贫困”并不是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而是相对贫困标准下城乡贫困治理的起点。
在上述农村减贫愿景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经济结构逐步转型、城镇化快速推进、收

入差距扩大和人口结构转变等一系列新变化［２］。中国扶贫事业的深入推进要求现有的扶贫体制机
制设计要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所呈现的新贫困现象，尤其是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的老年人
贫困、城镇化推进带来的流动人口贫困（下称“农民工贫困”）及弱势群体（如妇女和儿童）贫困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显化了老年贫困问题，尤其是缺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或保障水平低的农村
老年人。２０１３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基线数据表明，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２２．９％的人
口消费水平位于贫困线之下，其中农村老年人的消费贫困指数（２８．９％）远高于城镇老年人
（９．５％）①。２０１５年，根据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人均３．１美元／天）进行测算，农民工的收入贫困发
生率和消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２．１％和１２．３％；但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
位数的一半）进行测算时，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上升至２６．３％［４］。劳动力流动的同时，伴随留守儿
童的营养、教育、心理健康等问题［５－６］，不仅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日后的健全发展，也会弱化中国
未来的人力资本。贫困女性化是指贫困家庭中女户主家庭增多、贫困人口中女性增多，已逐渐成为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２］。上述新贫困现象的出现，不仅要求我们在扶贫的体
制机制设计上要考虑当前较薄弱或者空白的地方，如农民工贫困治理问题，而且要求以基本权利公
平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在中国的减贫实践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中央扶贫政策的指引下，进行贫困户和贫困村

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较发达省份，实施与“五年计
划”同步出台的扶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扶贫政策，沿着县—乡—村—人的路径，由消除区域性
绝对贫困（消除贫困县、贫困乡镇）向缓解相对贫困与消除绝对贫困并重（消除绝对贫困农户、缓解
农村相对贫困、实行城乡统一的低保标准）的方向演进，始终走在中国扶贫的前列。基于此，笔者将
以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扶贫的实践探索与体制机制创新为考察对象，采用“扶贫与发展”的逻
辑框架，从扶贫主体、扶贫标准、扶贫对象、扶贫方式、扶贫范围和扶贫投入六个方面对浙江省农村
扶贫的体制和政策创新实践进行概括，据此提出２０２０年后中国扶贫可行路径的政策建议。积极总
结浙江省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创新举措，转变扶贫理念，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由开发式扶
贫向开发与保障式扶贫并重转变，由农村扶贫向城乡统筹扶贫转变，不仅可以为中国其他省份的扶
贫攻坚工作提供借鉴，引领２０２０年后中国扶贫政策的取向，而且对处在与中国类似发展阶段的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也有借鉴意义。

二、浙江省农村减贫的初始禀赋和扶贫成效

（一）浙江省农用地基础条件：与全国情况比较

浙江省陆域面积１０．５５万平方公里，为全国的１．１０％，是中国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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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报告〉发布》，２０１３年６月４日，ｈｔｔｐ：／／ｐｋｕｎｅｗｓ．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ｘｗｚｈ／２０１３－０６／０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７４２８８．ｈｔｍ，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浙江省农用地总面积８．６１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１．９８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国的１．３３％和

１．４７％。按农用地面积组成来看，２０１５年浙江省耕地面积占农用地总面积的比重（２３．００％）与全
国耕地面积占农用地总面积的比重（２０．９２％）相近。但浙江省地处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
带，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３．３３倍。因而，２０１５年浙江省人均耕地面积仅为０．５４亩，为
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３６．７３％。同样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带的江苏省，陆地以平原为主，平原面积占
比高达８６．９８％①。江苏省农用地中耕地占比达７０．３１％，因而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口密度水平也较
浙江省同类指标更高②。

（二）浙江省农村人口比重高，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改革开放初，浙江省农村人口比重高，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具有典型的全国代表性。由１９８１年
《中国统计年鉴》可知，１９８１年底，浙江省总人口中乡村人口占比８９．２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３．１２
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２０位；山东省乡村人口占比最高，但也仅比浙江省乡村人口比重高３．０５个
百分点；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总人口中乡村人口占比分别为４４．５７％、４２．３０％和４８．３６％。从
农村人口比重和城乡二元分化的视角来看，即使是在２０１７年底，浙江省仍与北京市、上海市等直辖
市有显著差异，浙江省的农村人口基数庞大，而农村人口中的贫困人口构成了扶贫施策的对象基
础。根据２０１８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年底，浙江省常住农村人口占比仍为３２．００％，与广东省、
江苏省、辽宁省和福建省等常住农村人口占比相近，仍远高于同期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常住农
村人口比重（分别为１３．５０％、１２．２８％和１７．０８％）。

（三）浙江省内部经济发展较不平衡：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相似

中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由表１可知，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
衡。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东北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水
平相近。

表１　分地域全国和浙江省经济发展情况

全国及地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全国 ４．６９　 ５．０４　 ５．２９　 ５．６７　 ０．９４　 １．０５　 １．１４　 １．２４

　东部占全国比值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７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２

　中部占全国比值 ０．７６　 ０．７６　 ０．７６　 ０．７７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６　 ０．９５

　西部占全国比值 ０．７４　 ０．７５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７８　 ０．７９　 ０．７９　 ０．８０

　东北占全国比值 １．０６　 １．０４　 １．００　 ０．８５　 １．０３　 １．０３　 １．０１　 ０．９９

浙江 ６．８２　 ７．３５　 ７．７７　 ８．４７　 １．７４　 ２．１１　 ２．３０　 ２．４９

　浙东北占浙江比值 １．２４　 １．２３　 １．２３　 １．２３　 １．１４　 １．１３　 １．１３　 １．１３

　浙西南占浙江比值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１　 ０．７１　 ０．８５　 ０．８６　 ０．８７　 ０．８７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浙江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４８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５０卷

①

②

王新年《江苏陆地面积达１０万平方千米　平原占比超八成》，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ｊ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２０１７／

１０１７／ｃ３６０３０４－３０８３８６９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以上人口密度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６年的《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６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浙江省的经济区域划分为浙东北（包括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和舟山）和浙西南（包括温
州、金华、衢州、台州和丽水）两个地区，浙西南地区的发展水平远低于浙东北地区。由表１可知，与
浙江省平均水平相比，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浙东北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为全省的１．２３倍和１．１３倍；而浙西南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
省的０．７２倍和０．８６倍。

（四）浙江农村扶贫成效及其全国引领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从地形特征、耕地资源禀赋条件、农村人口比重和内部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差

异来看，浙江省在一定程度上与全国平均条件类似①。按照国家贫困标准，浙江省农村贫困人口和
贫困发生率如表２所示。早在２０１５年，浙江省已不存在２０１０年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根据浙
江省农业厅提供的数据，按照不同时期浙江省实施的低收入农户核定标准，浙江省低收入农户的数
量变动情况为：２００７年，以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２　５００元为标准，全省共有低收入农户１１０．６６万
户、２７１．２８万人；２０１２年，以２０１０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４　６００元为标准，全省共有低收入农户

１３３．３４万户、３１６．８８万人；２０１７年，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１．５倍或不低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４０％的标准，全省共认定低收入农户６９．５０万户、１１９．５２万人。

表２　国家贫困标准下浙江省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情况

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农村贫困人口（万人） １４８　 ９４　 ８３　 ７２　 ４５ － － －

农村贫困发生率（％） ３．９　 ２．５　 ２．２　 １．９　 １．１ － － －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８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表示数值较小，接近于０，在统计上不显著。

因而，浙江省积极探索实施的农村扶贫政策、扶贫理念及由此取得的扶贫成效对全国具有引领
性作用。积极总结浙江省精准扶贫的体制和政策创新实践以及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的扶贫
理念，对２０２０年后中国扶贫政策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三、浙江省农村扶贫演进历程

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政策的背景下，基于“扶贫与发展”的逻辑框架，浙江省农村扶贫与经济发

展紧密结合，沿着县—乡—村—人的扶贫路径演进。参照国家农村扶贫开发的历程划分，浙江省农
村扶贫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详见表３）。

（一）第一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

在全国农村专项反贫困计划时期，浙江省已率先以贫困县为主要扶持和政策实施对象，出台
《关于扶持５个贫困县发展生产的有关经济政策的通知》文件，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
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自此，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
开发式扶贫工作在浙江省展开。根据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４年《浙江统计年鉴》，农民家庭人均名义纯收
入由１９８５年的５４８．６元上涨到１９９３年的１　７４５．９４元，年均增长１５．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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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但从其他指标（如经济发展程度、财政收入水平）分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情况存在差异，因而浙江省精准扶贫的创
新实践探索经验的引申和借鉴需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贫困县扶贫攻坚阶段（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

以１９９４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贫困县扶贫攻坚
阶段。此时，浙江省以３个国家级贫困县和５个省级贫困县为扶贫对象，以扶贫搬迁、深化农业开
发为重点，通过兴建易地扶贫开发区，率先探索把扶贫工作融入城镇化建设进程。

（三）第三阶段：欠发达乡镇扶贫攻坚时期（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

在全国扶贫开发时期，中国实行２００８年贫困标准，仍以贫困县为扶贫对象。浙江省的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已从贫困县下沉到贫困乡镇、贫困村和贫困户，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减缓相对贫困。根
据世界银行扶贫标准和浙江省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从２０００年起浙江省自行制定与本省农民收入水
平相适应的扶贫标准。这一时期，浙江省的扶贫进程可细分为三个子阶段：

１．《百乡扶贫攻坚计划（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时期。２０００年，浙江省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低于

１　５００元的１０１个贫困乡镇为扶贫对象。扶贫标准远高于全国当时的贫困标准６２５元或全国低收
入标准８６５元。通过下山搬迁移民、发挥乡镇地区特色、积极扩大劳务输出和劳动就业发展等手
段，２００２年底浙江省百乡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１　９２２元①。

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时期。２００３年，浙江省把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低于

２　３６６元、基础设施薄弱、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２１１个欠发达乡镇作为扶贫对象，加快欠发达乡镇奔
小康、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此时，浙江省扶贫对象的认定标准是当时国家官
方贫困线的２．５倍，与２００１年全国人均纯收入水平齐平。此外，２００７年浙江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低收入农户建档立卡工作。通过入户调查、公示公告、复核审定等程序，以村民“公议公推”的
方式精准确定扶贫对象，建立低收入农户、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和低收入农户青少年三个电子数据
库，为下一阶段以农户为对象精准扶贫施策奠定基础。

３．《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时期。２００８年，浙江省政府正式发布《低收入群
众增收行动计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由在农村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和在城镇实施《城镇低
收入家庭增收工程》组成，标志着浙江省的扶贫从以区域扶贫为主转变为以人群扶贫为主，进入精
准扶贫时期，较全国精准扶贫进程提早了６年。低收入农户的识别标准为２００７年家庭人均纯收入
低于２　５００元的农户，全省共有待扶贫的低收入农户１１１万户、２７１万人。而２００８年国家贫困线标
准为每人每年１　１９６元。此外，浙江省逐步由绝对贫困标准转向相对贫困标准。２０１１年，浙江省率
先探索以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４０％左右和农村户籍人口的１０％左右两个标准，建立相对贫困标
准确定机制。

（四）第四阶段：《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的实施对象为２０１０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４　６００元（相当于２０１３年的５　５００元，为国家现行贫困标准的２倍）的低收入农户和低收入农户比重
较高或数量较多（低收入农户数和人数均超过４０％）的扶贫重点村。２０１５年，浙江省全面消除家庭
人均纯收入低于４　６００元的贫困现象，在全国率先打赢脱贫攻坚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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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陈仰东《浙江扶贫开发大记事》，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ｚｊｒｂ．ｚｊｏｌ．ｃｏｍ．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２０－０５／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３３０５３１．
ｈｔｍ？ｄｉｖ＝－１，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日。

参见黄筱《浙江：已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４　６００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５－１２／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２７４４１．ｈｔｍ，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五）第五阶段：《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为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浙江省提出《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
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秉持缓解相对贫困的扶贫理念，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贫困人口收入为目
标，将建档立卡的低收入农户作为扶贫对象。确定低收入农户的指导标准为：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主要依据，按照上年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１．５倍或不低于上年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４０％确定收入标准线。各市（县）政府在浙江省政策的指导下，自主确定标准、组织核定并每年
进行动态调整。随后浙江省各职能部门配套了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就业扶贫和专项扶贫等精准扶
贫政策措施，走实精准扶贫的道路①。

表３　浙江省农村扶贫历程一览表

国家贫困标准 国家扶贫时期 浙江省扶贫对象／贫困标准 持续时间 主要扶贫文件

１９７８年标准：低

水平生存标准

专项反贫困

计划时期

磐安、泰顺、永嘉、文成、景宁５
个贫困县

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
《关于扶持５个贫困县发展生

产的有关经济政策的通知》

贫困县扶贫

攻坚阶段

文成、泰顺、景宁３个国家级

贫困县；永嘉、云和、青田、磐

安、武义５个省级贫困县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２００８年标准：基

本温饱标准

扶贫开发

时期

农民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或者１９９９
年的人均纯收入低于１　５００元

的１０１个贫困乡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

《百乡扶贫攻坚计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２　３６６元

的２１１个欠发达乡镇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欠 发 达 乡 镇 奔 小 康 工 程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２　５００元的农户、２００７年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城

镇低保标准２倍的城镇家庭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在农村实

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

在城镇实施《城镇低收入家庭

增收工程》

２０１０年标准：

“两不愁、三保

障”农村生活

标准

精准扶贫

２０１０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４　６００元的低收入农户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相对贫困标准下的低收入

农户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

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四、浙江省精准扶贫的创新实践探索

（一）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合力扶贫效果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浙江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基础一般，贫困问题严重。由２００７年《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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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浙江省印发《２０１９年浙江省学生资助工作要点》的通知（浙学助〔２０１９〕１号）等。



江统计年鉴》可知，１９７８年浙江省人均生产总值３３１元，在所有省份中排第１３位。按照人均年纯收入

１００元的国家贫困线计算，１９７８年浙江省农村贫困发生率３６．１％，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５．４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后，浙江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工业的增长，而工业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工

业化的快速推进［７］。以“温州模式”为代表①的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是浙江省农村体制改革的特征表
现之一［８－９］。农村乡镇企业相比大、中型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贡献了更多的工业总产值。浙
江乡村工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从改革之初的２０％，最高上涨到１９９７年的近７０％②［１０］。浙江
省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特别是工资性收入的增长［１１］，为农村减
贫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还为基层政府和社区管理机构贡献了财力［１２］。

浙江省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与产业集群的生产组织形式密切相关［１３－１４］。产业集群为各具特色
的小城镇，如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温州灯具产业集群等。２００７年，中国社科院公布了中国百佳产
业集群，浙江省共有３６个产业集群上榜③。产业集群提供了中小企业成长的环境，通过基于产业
集群的中小企业分工协作，帮助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资本压力等问题［１５］，使其获得竞争优势。产
业集群的发展在促进浙江省小城镇发展的同时，也吸引集聚了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农民可以就近从
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实现就地转移就业的同时，使政府所提供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成本降
低、效率提高。
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并非完美运行，而是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浙江省地方政府

（县政府甚至乡镇政府）了解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产业集群提供了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如建
立专业市场、吸引外来投资、提高对外宣传力度、保护品牌、加强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查处力度等，以
及给予龙头企业税收、地价优惠和融资帮助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本地产
业集群的发展。
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省包容性工业化发展脱贫道路是以农民群众

为主体、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内源型工业化发展脱贫道路。浙江政府把农民作为推动工业化的主体
力量，把“放权和服务”作为政府支持农民参与工业化的工作。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同机
制／制度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治理架构，并发挥差异化和互补性的作
用［１６］。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应当共同发挥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基础性作用，但政府必须提供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１７］。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浙江省除了积极加强政府扶贫力度和顶层制度设计之外，还利用市场机制
发挥效率优势，并借助社会力量协助开展扶贫，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合力扶贫的大格局。浙
江省加强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不仅重视市场机制和社会创新作用，同时强化对金融资源和社会资
源的动员。
在产业扶贫方面，浙江省通过建立和加强贫困户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来推动产业扶贫。

具体而言，浙江省着力推动产业扶贫实现“三个组织化”：一是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和技术支持体
系，把低收入农户组织起来，构建具有一定规模和品质优势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二是通过来料加
工经纪人、来料加工企业和农村电子商务，把低收入农户组织到农村工业化体系中；三是通过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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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理论界总结了三种中国改革开放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即温州模式（浙江模式）、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广东
模式）。

后因统计口径变化，不再统计规模以下非国有经济的产出，而乡村工业主要是规模以下的小企业。

参见《社科院公布〈中国百佳产业集群〉》，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７日，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ｅ．ｃｎ／ｃｊｍｅｄｉａ／ｚｈｇｓｓｂ／２００７０８／２７／ｔ２００７０８２７＿

１２５２５８５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资金互助会，为低收入农户提供合作金融服务①。

金融扶贫是有效的扶贫方式［１８－１９］。浙江省探索通过金融创新和保险支持的方式，打通金融服
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服务低收入农户。为有效脱贫并防止返贫，针对农村居民普遍受到金融约
束［２０－２１］，但又缺少或不具备合格抵押品的现实，浙江省温州市开创性地探索并实施了农民住房财
产权抵押贷款②。此外，林业资源作为丽水市龙泉市重要的生产要素，近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论指引下，龙泉市依托林业资源丰富的自然禀赋，不断推进林权制度改革。以林权经
营权流转证、林权贷款担保合作社和林权股份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盘活林农的林业资源，支持林农
脱贫和发展。

（二）实现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

国家政策要求，确保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
整体性贫困。采用２０１１年购买力平价指数，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３．２１美元／天的贫困标准，

２０１４年中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为９．５％；将贫困标准提高到人均５．４８美元／天③，中国城乡贫困发生
率上升至３１．５％［２２］。因而，到２０２０年消除绝对贫困是低水平的脱贫。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今后
国家贫困标准政策制定的取向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定并逐步完善贫困标准的动态调整机
制，进入缓解相对贫困的扶贫阶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逐步消除绝对贫困，开始采用相对贫困标准。相对贫困主
要用来测量人口内部的不平等，体现特定时间、空间内一国对社会包容性和机会公平的重视。相对
贫困线的设置往往与普惠且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相配合，再分配条件下的贫困状态以及再分配后
的收入差距格局，是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的内容。目前应用较广泛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国际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提出的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或社会中位收入的５０％—６０％为相对贫
困线，也有学者以人均净收入的中位数作为相对贫困标准［２３］。

关于缓解相对贫困的提法，中国仅在《国家人口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中提到过。在该规
划印发之前，浙江省的扶贫标准就已经从以“保障基本生活、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为目标的消除绝对
贫困，向以“缩小收入差距、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为目标的减缓相对贫困转变④。在以贫困县为扶贫
对象消除绝对贫困阶段，浙江省采用全国扶贫标准。此后，浙江省根据农民收入提高的现实，从缩
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出发，本着缓解相对贫困的扶贫理念，开始探索动态相对贫困标准的确定方
法。由表３浙江省的扶贫对象和贫困标准可知，浙江省采用的相对贫困线都远高于同期国家绝对
贫困标准。到２０１８年，浙江省低收入农户的认定标准为：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主要依据，按照
上年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１．５倍或不低于上年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４０％确定收入标
准线，由各县（市、区）政府组织核定并每年进行动态调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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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详见国家扶贫办专委会浙江调研组《浙江省扶贫开发调研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ｊｆｐ．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ｍａｉｎ／ｄｙｂｇＶｉｅｗ／１４６７．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目前，宅基地
“三权分置”整体改革方案仍在研究中，农房抵押贷款业务拟纳入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框架内统筹考虑。

以２０１１年价格为基期，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贫困标准中位数分别为每人每天

１．９１美元、３．２１美元、５．４８美元和２１．７０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收入分组标准，中国早在２０１０年就实现了由下中等
收入水平到上中等收入水平的重大跨越。

北京市、上海市和山东省虽未明确提出并实施以缓解相对贫困为主的扶贫政策，但大多采取参考农民收入水平变化，动态
调整扶贫标准和对象的做法。

参见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通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１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ｈａｉ．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１８／１０／１１／ａｒｔ＿１４５７９５１＿５８５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在绝对贫困标准下，贫困发生率用以衡量一个地方的绝对贫困状况。贫困发生率的变动可作
为扶贫工作绩效的指标。确保到２０２０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也是从贫困发生率的视角提出
的。在相对贫困标准下，收入不平等程度、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速度与社会平均收入增长速度的比
较，成为考核一个地方相对贫困状况和扶贫绩效的指标。
自《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始，浙江省不再继续使用贫困发生率衡量扶贫绩

效。《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中设定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

１．５倍的低收入农户比重”这一指标，把“到２０１２年７０％以上的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超过４　０００
元”作为衡量扶贫绩效的核心指标。在《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浙江省设
定了“７０％以上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８　０００元，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与全省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低收入农户的人均教育、医疗消费实际支出①占生活消费支出的
比重与当地农村居民平均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的扶贫目标。在《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中，浙江省设定了“低收入农户收入年增幅保持在１０％以上，并高于当地农村居
民收入增长水平；到２０２２年，低收入农户最低收入水平达到年人均９　０００元以上，有劳动力的低收
入农户年人均收入水平达到１８　０００元”的扶贫绩效考核目标。

（三）建构科学精准的贫困户识别体系

贫困户精准识别是一切扶贫举措发挥效果并有效达成扶贫目标的基础。浙江省在建构贫困户
精准识别体系方面具有全国引领性。２００７年浙江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低收入农户建档立卡
工作，建立低收入农户、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和低收入农户青少年三个电子数据库，但主要用于认定
扶贫重点村，实现到贫困村的精准。２０１３年，为支持小额信贷扶贫，解决低收入农户生产经营融资
难问题，浙江省建设“爱心卡信息系统”，利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信息录入方式，搜集低收入农户信
息，形成对低收入农户的信息化管理和追踪，为２０１４年全国范围铺开的“建档立卡”工作提供了借
鉴。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为规避不同口径产生的识别偏误，２０１７年浙江省专门印发《浙江省低收入
农户认定操作细则（试行）》，构建标准化、细则化的家庭收入核算体系，构建出信息口径一致条件下
的现代化信息登录和追踪系统，为识别低收入农户和明确救助模式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动态调整
机制提供了数据支持。
为保证扶贫对象的精确识别，第一，浙江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发展程度差异，允许县（市、区）根

据自身情况设定贫困线，并提供农村低收入人群控制比例的两个参考标准②；第二，浙江省充分考
虑不同家庭（如残疾人家庭、患病家庭或单亲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差异，提高家庭收入获取精度；
第三，浙江省提出将教育、医疗和生活刚性支出纳入贫困识别体系，计算方法为低收入农户实际年
人均收入＝（上年度家庭总收入－刚性支出）／家庭人口数。这体现了政府对公共服务事业的责任
心，尝试剔除居民在公共服务方面所需的刚性支出，确保获取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２４］。

（四）实现由开发式扶贫向开发与保障式扶贫并重转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间，财政扶贫资金的边际减贫效果明显递减，每新增１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减贫的人数从２０１２年的３９万人下降至２０１７年的不足７万人［１２］。虽然越难脱贫的人口贫
困程度越高，所需的扶贫投入也越大［２５］，部分专项扶贫资金的扶贫效果存在滞后效应［２６］，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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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低收入农户的人均教育、医疗消费实际支出为家庭教育、医疗消费支出减去政府和社会提供的教育、医疗救助金。

第一，所在县市区上年度农村居民总人口的５％左右。发达地区一般控制在３％以下，２６个欠发达县可适当调高比例，一
般不超过６％。第二，所在县市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１．５倍左右。



发生率下降到一定水平后，随着农村贫困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缺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所占比例
越来越高，低保在扶贫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２４］。
世界银行的政策报告显示，消除绝对贫困并非贫困发生率在严格意义上等于零。世界银行把

２０３０年全球消除各种形式的绝对贫困的目标设为贫困发生率小于３％［２７］。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
中国当前的农村贫困表现出明显的家庭和个人缺陷特征，残疾患病和缺失劳动力已成为最显著的
两个致贫因素［２８－２９］。当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３％及以下时，应采取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
利为主导的保障措施，保障因病因残因自然资源限制等原因自身收入难以提高的贫困人口，实现消
除绝对贫困和预防贫困风险的目标。社会保障可帮助个人、家庭和社区产生和积累资产，在面对冲
击时保护资产、应对风险和更有效地使用已有资源，降低社会不公平①。虽然社会保障支出巨大，
在公平和效率取向上争议不断，但社会保障在维持收入、减少贫困和保持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ＦＡＯ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目前使全球约１．５亿人免于陷入极端贫困②。此外，根据韩
国的减贫经验，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国内领取公共援助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１％。韩国
并无专门的扶贫政策，其贫困人口的减少和消除主要依靠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社会保障措
施［８］。这表明，在相对贫困标准下，社会保障的作用更为重要。
按照现行贫困标准，２０１７年底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已接近３％，贫困户３　０４６万人，处在较低水

平。２０１７年底民政部公布的农村低保户２　２４９．３万户、４　０４５．２万人③。如果贫困户和低保户都是
精准识别的，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应当都是低保户④。因而，农村消除贫困的方式就需由依赖开发式
扶贫为主的精准扶贫，向依赖低保提供的社会保障式和公益式扶贫转变［２２］。
早在２０１１年，浙江省的贫困发生率已低于３％。在扶贫实践中，浙江省十分重视低收入农户

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将低保作为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手段，构建基于权利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１９９６年，浙江省开始统筹城乡社会救助制度。２０１４年，浙江省创新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立最低生
活保障、受灾人员救助、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和住房救助八大救
助制度，改变了碎片化的社会救助体系。同年，浙江省又推进社会保障管理创新，建立社会救助部
门联席会议，推动不同部门间的工作协调，确保社会保障扶贫的效果。目前，浙江省已实现了户籍
人口低保标准的城乡统筹。

２０１７年，浙江省共有３１６．８８万相对贫困人口。其中，６０％以上是残疾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
年人，因而社会保障式扶贫尤为重要。社会保障扶贫主要是教育、健康和培训、就业扶贫，是人的发
展能力保护和培养的重要扶贫措施。在《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中，浙江
省提出“要显著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覆盖到所有低收入农户，确保不出
现绝对贫困现象。逐步提高社会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因而，以高水平全面小康建设的这五年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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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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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ｎｇ　Ｍ．Ｌ．，″Ｗｅｌｃｏｍ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２０１８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Ｒ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ａｎｇ　Ｍａｉ，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参见《２０１７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ｇｂ／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０８０２１６０７．

ｐｄｆ，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从政策执行来看，建档立卡政策主要由各省扶贫办确定贫困人口规模后，将指标逐级分派到县和村，通过农户申请和民主
评议的方法确定建档立卡户。低保政策是由地方政府制定低保标准，地方民政部门负责执行，识别低保对象。由于低保
标准和贫困标准的差异，政府负责机构和识别程序的差别，识别出的贫困人口和低保人口存在重合，也有差别。此外，关
于精准识别贫困农户的研究表明，贫困农户的识别存在一定问题，参见汪三贵、Ａｌｂｅｒｔ　Ｐａｒｋ、Ｓｈｕｂｈａｍ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等《中国
新时期农村扶贫与村级贫困瞄准》，载《管理世界》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５６－６４页。关于低保制度瞄准效率的研究表明，低保
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漏保率和错保率，参见 Ｇａｏ　Ｑ．，Ｙａｎｇ　Ｓ．＆ Ｌｉ　Ｓ．，″Ｗｅｌｆａｒｅ，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ａｎｄ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５６（２０１５），ｐｐ．３０－４２。



渡阶段，浙江省实施社会保障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并重的举措，但同时逐步向社会保障式扶贫转变。

（五）实现由聚焦农村扶贫向城乡统筹一体化扶贫转变

城市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能够借此实现由低收入向中高收入的经济增长，并减
少农村贫困［３０－３１］。同时，贫困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趋势愈发明显。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亚洲地区城市贫
困人数占该地区总贫困人数的比例从１８．３％上升至２２．９％；农村与城市地区贫困人数之比从１∶０．２２
增至１∶０．３０①。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将农村扶贫转向城镇，更没有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开展城
乡联动的扶贫工作［３２］。
实际上，城市贫困相对于农村贫困更复杂，除了收入或消费方面的不足，还包括住所匮乏、经济

和生活来源不稳定，以及基础设施、社会保障、话语权等各个方面的缺失［３３－３４］。此外，城市贫困还
面临农民工贫困治理缺位、老龄化带来社会保障资金压力增加和老年贫困问题。
早在２００８年，浙江省开始实施《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兼顾农村低收入

农户扶贫与城市低收入家庭扶贫。２０１４年浙江省户籍制度改革以来，县域内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界
限逐渐模糊。２０１４年７月浙江省颁布《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规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
居民生活必需的费用确定，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及“有条件的
地方可以实行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实现浙江省内社会管理的城乡一体化，特别是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浙江省实行县域范围内低保标准的城乡统筹；２０１７年始，浙江省各
市已实行全市（县）内低保标准的统一②。但低保户必须是户籍人口，因而农民工的低保保障是目
前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短板。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浙江省有低保人口７２．６１万人，城市和农村低保人口分别为２２．００万人和

５０．６１万人③。浙江省不同市（县）确定低保标准主要有以上年最低工资标准的４０％—５０％、以上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和以上年人均消费性支出的２５％及以上这三种方法。２０１８年浙江省平
均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７３８元，约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２８．３％。在《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
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中，浙江省要求实现高水平的全面小康，即每一个人都要达到全面小康的标
准。预计到２０２２年，每一个人的收入都要达到９　０００元。因而，浙江省的低保标准仍需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保持年均约５．８０％的速度增长。
除率先在全国实现低保保障城乡统筹体制以外，浙江省还在探索新的城乡统筹扶贫体制。例

如，浙江省主要以易地搬迁脱贫和农村人口城镇化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易地搬迁脱贫促进农村人口
向县城、中心镇、小城镇、中心村四个方向转移，成为现阶段城镇化建设的一个可行路径［２５］。

（六）实现区域扶贫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

为满足扶贫要求，减缓省内浙东北和浙西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浙江省在一般性扶贫开发
方式（如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的基础上，为扶持欠发达县区域内的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内生
发展能力，从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开始对经济发展最落后、生态保护最繁重、地理位置最偏远的１２个重
点欠发达县实施特别扶持政策。浙江省财政对最困难的６个重点欠发达县每县每年支持２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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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Ｕｒｂａ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Ａｓｉ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ｄｂ．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５９７７８／ｕｒｂａ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ｓｉａ．ｐｄｆ，２０１９－０６－２８．
浙江省衢州市除外。但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开始，衢州市也实行城乡一体化的低保标准。此外，中国３１个省区市（港澳台地
区除外）中，仅有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三个直辖市实行城乡一体的低保制度。

参见《２０１８年４季度各省社会服务统计数据》，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ｊｂ／ｓｊｓｊ／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３０１６４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增加３００亩建设用地指标；对另外６个重点欠发达县每县每年支持８　０００万元、增加１５０亩建设用
地指标。２０１５年摘除贫困县帽子后，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特别扶持政策基础
上和绿色发展财政政策框架下，浙江省又开展“两山”建设财政专项激励政策（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通过
竞争性申请分配方式，浙江省对１２个县（市、区）实施“两山”（一类）财政专项激励政策，每年分别给予

１．５亿元激励资金，以提升农村常住居民和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水平；
对１８个县（市、区）实施“两山”（二类）财政专项激励政策，每年分别给予１亿元激励资金，以提升生态
环境和居民收入水平。每个县（市、区）需根据自身实际，提出每一年的扶贫目标和实施领域。在政策
实施期满后，浙江省组织进行绩效评估，对未完成扶贫考核目标的县（市、区）扣回相应财政资金。
为避免以扶贫项目形式审定拨付财政资金的弊端，自２０１４年起浙江省的省级资金直接下拨给

县，让县进行自主管理，提高地方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例如，财政支农资金折股量化是浙江省温州
市在实践中的重要探索①。此外，为发挥基层政府和各主体的扶贫积极性，浙江省财政资金采取以
奖代补的方式，对扶贫工作做得好的地方进行更多的资金补贴。

五、突破现有体制和政策：２０２０年后中国扶贫战略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不管是纵向的历史视角，还是横向的省际比较，浙江省在精准扶贫方面都有其引领性的创新实
践探索。但从现有浙江省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中，可以窥见２０２０年后中国扶贫战略面临的挑战，

以及需要做出的政策应对。

（一）２０２０年后中国扶贫战略的挑战

第一，城乡统筹扶贫需对贫困治理进行体制创新。按照现行体制，农村扶贫由农业农村部（原
农办和扶贫办）负责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不同于农村，城镇缺乏系统的扶贫
体系和政策。国家也未曾设立城镇贫困线，城镇贫困的量化缺乏统一标准和官方城镇贫困数
据［３５］。对城镇贫困的估计主要来自少数国际机构研究人员，但数据陈旧，如利用国家统计局城市住
户收入分组数据和与农村可比的高贫困线，估计得到城镇贫困人口从１９８１年的１　２１２万下降到２００２
年的２７１万，年均下降６．９％［３６］。城镇仅有民政部门对城镇低保户进行管理和扶持。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中国城镇低保人口从２　２４３万下降至１　６５０万，比重从３．７％下降至２．１％②。但城镇低保户并
非城镇内贫困人口的全部。在实践中，２００８年浙江省将２００７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低
保标准２倍的城镇家庭列为低收入群众，进行增收扶持。但是，目前没有部门或者政策指导哪个
（些）部门统筹管理城镇贫困人口。因而，２０２０年后实施城乡统筹扶贫，存在现行贫困治理体制不
健全、不能有效覆盖城镇贫困人口等问题。
贫困治理是影响减贫成效的重要因素。按照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贫困治理的经验，实行城

乡统筹的减贫治理体系非常有必要。随着减贫工作的重点逐步由开发式扶贫转向保障式扶贫，减
缓相对贫困应由社会福利部门统筹实施。例如，日本的减贫政策主要为社会保障政策，由社会福利
部门厚生劳动省颁布法令、制定标准、实施干预。美国的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由健康、教育与福利部
制定。欧洲通常不设专门的贫困救助机构，由社会保障部门统筹负责。我国香港地区也采用类似
的扶贫体系，由社会福利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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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温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市农业局《温州市财政支农资金折股量化扶贫试点工作实施意见》，２０１７年６月８日，

ｈｔｔｐ：／／ｗｚｓｎｗ．ｗｅｎｚｈｏｕ．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１７／６／８／ａｒｔ＿１２１２８９７＿７５０２６５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公开数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ｊｂ／ｓｊｓｊ／）计算而来。



２０１８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２０１７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５８．５％。２０２０年后，中国的城
镇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城乡社会经济将进一步融合。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制定城乡居民的扶贫政策
将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城镇贫困和低收
入人群的结构和特点将发生较大变化。处理以老年、患病和失业人口为主体的城镇相对贫困问题，需
要政府新设贫困治理机构，在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就业保障与支持等方面制定更协调的政策。
第二，劳动力流转背景下农民工贫困治理问题亟待重视。农民工在城镇就业有利于加快城乡

融合、实现现阶段城镇化建设。根据２０１８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８年全年农民工总量２８　８３６
万人，其中乡外就业农民工１７　２６６万人。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１３　５０６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

４６．８％。随着城镇化发展，暂时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又没有永久迁居至城镇的农民工可能成为城市
贫困人口新主体。用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５年住户调查数据评估农民工贫困现状，发现采用每人每天消
费３．１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农民工收入贫困发生率和消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２．１％和１２．３％；采
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作为相对贫困线，农民工贫困发生率为２６．３％，远超同一
标准下城镇居民的贫困发生率１１．８％［４］。

单从收入水平判断，２０１７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３　４８５元，远超２０１０年贫困标准，但与城镇居民
的收入水平尚存在较大差距［３７］。在消费视角下，农民工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３８］。历年披露的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没有汇报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２０１３年数据计
算得出，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２８．２％、２５．０％、１９．５％、

２４．７％，有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仅占１１．１％①。此外，城镇现有低保政策仅针对户籍人口，而２０１８年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存在１６．２１个百分点的差距②。进城农民工更面临高昂
的房租、医疗、教育等费用支出，使农民工倾向于选择降低消费水平，以预防性储蓄的方式应对未来
生活的不确定性［３９］。

汪三贵提出需将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３５］。但农民工扶贫治理体系的
建设需克服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农民工市民化障碍。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

国家提出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使农业转移
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虽然国家在《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
策的通知》中提出要支持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解决农民工贫困问题仍面临两个主要障
碍：第一，扶贫工作中的成本分担原则缺乏清晰的定义，没有具体确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政
府、政府与企业之间分担扶贫成本的制度和执行办法，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难以在教育、就
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第二，中国城镇低保等社会保障
制度实行以地方财政投入为主的体制，若完全向农民工开放，可能出现大量以享受低保为目的的农
业贫困转移人口，将超出当前财政的承受能力［２］。

第三，贫困户识别中的户籍要求造成贫困数量的不精准。即使实行城乡统筹的扶贫政策，不改
变以户籍认定贫困户的操作现实，也仍然会存在贫困户数量认定不精准问题。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农村是而且将持续是中国扶贫的主战场。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作为城镇常住人口且呈钟摆型
流动的农民工，将对农村和城市的贫困人口识别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带来问题。首先，农民工贫困
使贫困人口存在被农村化的可能和过程。农民工到了一定年纪，因技能／体能不足，在城市不能找
到与之匹配的工作，又因缺乏城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负担不起城市生活费用，只能选择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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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于毕洁颖等《支持中国２０２０年后扶贫战略与行动研究报告》，未刊稿。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９０２／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８＿１６５１２６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呈原子化分散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变成农村贫困人口。而且，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更会加剧农
民工结构性失业的可能，从而提高贫困农民工被农村化的概率。其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高效低
成本利用要求人口城镇化，要求农民工真正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如医疗、养老）在人口密度越高
的地方成本越低，越能发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效应。从这个方面来讲，城镇化（小城镇）建设
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规模效应的发挥。浙江省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催生了各具特色的小城镇，集聚了大量农村人口，在实现农民就地转移就业的同时，也使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的成本降低、效率提高。
第四，低保标准城乡一体化并非简单等值化。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保

障体系的重要内容。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中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１　００８万人，农村低保对象３　５２０万
人，农村特困人员４５５万人①。在相对贫困扶贫时期，以保障性政策为主减缓相对贫困，低保标准
城乡统一，并非简单等值化，否则可能存在高估农村贫困、低估城市贫困的问题。目前，中国仍未彻
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仍比较低［４０］。目前宜在城乡二元体制框架内考虑建立
低保制度，而非简单实行城乡一体的低保标准［４１］。首先，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包含
了部分社会保障功能的内容［４１－４２］。其次，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吃、穿、住、行等方面存在相对价
格，导致生活成本不同［４３］，需考虑城乡生活费用的实际差距，实现购买力上城乡低保标准的统一。
按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低保标准受物价水平、最低工资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影响。此
外，低保标准还可能受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的影响［４４］。

（二）对中国２０２０年后扶贫战略的启示

中国减贫的主要经验之一是持续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未来的减贫战略也将受到中国宏观发
展战略导向的影响。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十九大报告提出从２０２０
年到２０３５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述目标为２０２０年后的
减贫战略提供了新的蓝图。同时，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将进一步为减贫事业创造条件、夯实基础。２０２０年后城乡
统筹的减贫工作也将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和机制上的探索与突破。
第一，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的扶贫力量。浙江省贫困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原因是有

机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参与的三位一体的扶贫治理格局。浙江省在积极加强政府扶贫力度
和顶层制度设计之外，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发挥效率优势，发展农村工业化，走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道路，并借助社会力量协助开展扶贫工作，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合力扶贫
的大格局。科学把握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并发挥二者差异化和互补性的作用，是中国２０２０年后贫
困治理极其重要的基础。
第二，相对贫困治理理念下新贫困标准的确定。到２０２０年底，中国将全面消除现行贫困标准

下的绝对贫困人口。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贫困治理的深入，首先，应从绝对贫困标准转向相
对贫困标准，以缩小收入差距、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为贫困治理目标。其次，在新的相对贫困标准下，
考虑城市化水平提升的需要，在有效避免农村贫困移民的前提下，以常住人口替换户籍人口，认定
贫困户。最后，农村贫困治理仍将是２０２０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但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带
来的老年人贫困、农民工贫困等问题将在城镇地区越发突出，因而需协调统筹城乡贫困治理体系。
新的相对贫困标准应以城乡统一为目标，但在具体实施时也应客观考虑城乡生活成本、社会保障水
平和覆盖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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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上。



第三，城乡统筹贫困治理组织体系的建立。按照《国家人口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中提出
的城乡扶贫一体化目标，新的扶贫战略需要确定未来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部门，以及探讨如何在国
家层面建立城乡统筹、部门协调的贫困治理体系。参照国际经验，可能的构想包括由国务院扶贫办
牵头统筹城乡扶贫，其他部门协同参与，但需拓展国务院扶贫办的职能，在城乡统筹的目标下，同时
管理农村和城市的扶贫和社会保障工作。可能的经验积累和转化推广方式为，先以浙江省城乡统
筹贫困治理为试点。浙江省的扶贫理念和扶贫工作对全国具有引领性。在相对贫困标准下，浙江
省需加强和拓展浙江省、市、县三级扶贫办的职能建设，同时管理农村和城市的扶贫和社会保障工
作。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将减缓相对贫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标准转变为常态性的扶贫政策，纳
入乡村振兴的架构中。原开发式扶贫政策下的开发增收职能可与现有产业部门相结合，由农业农
村厅牵头管理。未来两年时间是中国精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并存和衔接的特殊时期，
应实现脱贫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将社会保障职能集中起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集中力量
解决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问题。将浙江省城乡统筹贫困治理组织体系构建和运行中积累的有益经验
和具体做法，逐步在全国推广，直至建立起国家层面的城乡统筹贫困治理组织体系。
第四，构建基于基本权利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贫困发生率下降至３％及以下之后，利贫性

的社会保障措施将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重
要问题。由于户籍制度改革仍未完成，目前社会保障尤其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是贫困治理中的短板，
低保与户籍挂钩，农民工被排除在就业地低保保障之外。因而，需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实现农民
工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和共享，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有效解决需与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起来。
浙江省实行分县市包干，逐步确立城乡统一的低保标准，具有在全国推广应用的可行性，即先在一
定区域范围内实行城乡居民同一低保标准，然后逐步提高统筹层次，直至实现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此外，虽然低保支出中，中央财政支出比重逐年上升，但中央财政应该在社
会救助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减轻乃至取消地方政府的低保支出。通过将财政支出责任上移，使
城乡贫困家庭获得救助资格和救助水平不因地方财力的制约而受影响［４５］。此外，还应在社会保障
的其他方面，如农村养老、医疗和教育方面，以及贫困人群特别是特殊人群（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
等）的保障和救助方面进行逐步完善和分区域推广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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